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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暴力一直是突出的社会问题，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对于家庭暴力的预防和规制已做出了相关规定，

但仍有亟待完善之处。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在人身安全保护令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指出我国现有法律在新型家庭暴力等方面存在规制空白。如何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应有作用、更好地
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应进一步厘清家庭暴力的内涵和外延，将性暴力、精神控制等新型家

庭暴力纳入法律规制范围。同时，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具体实践中，应降低取证门槛，根据当事人提出

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内容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此外，应增加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内容，明确执行主

体的分工与责任，更好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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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mestic violence has always been a prominent social problem, and China’s Anti-Domestic Vi-
olence Law has made relevant provisions on the prevention and regula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but there are still urgent areas for improvement.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reasons of the Personal Safety Protection Order in China’s Anti Domestic Violence Law, and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regulatory gaps in China’s existing laws in areas such as new types of domestic 
violence.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due role of personal safety protection orders and better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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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we should further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include new types of domestic violence 
such as sexual violence and mental control in the scope of legal regulation. Meanwhile, in the spe-
cific practice of personal safety protection orders, the threshold for evidence collection should be 
lowered, and different proof standards should be adopt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ontents of 
personal safety protection orders proposed by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addition, the content of 
personal safety protection orders should be added, clarify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responsi-
bilities of the executing parties, and better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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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家庭暴力的产生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对社会的稳定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家庭暴力多发于“家

庭”这一隐蔽空间，外人难以获知。并且，由于受“家丑不可外扬”以及“男尊女卑”封建糟粕思想的

影响，女性受害者对遭受家暴这一事实往往选择沉默和隐忍。在实践中，由于现有法律对相关部门的职

责划分并不明确和具体，对所受理的家庭暴力案件相互推诿扯皮，导致没有及时干预这一暴力行为，造

成更大伤害；同时，司法实践中对家庭暴力难以界分，统一证明标准的缺失以及当事人权利意识的淡薄、

证明能力不足，进而导致同案异判，受害者对使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这一路径产生怀疑，不利于保护受

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维护司法公正。我国 2016 年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
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其中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该制度一定程度上有效预防和制止了家暴

行为，但是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导致无法真正发挥实质效能。比如家庭暴力证明标准过高、家庭暴力的现

实危险性认定不准确以及相关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等等，此类问题成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适用中亟待

解决的难题。 

2.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 存在的问题 

2.1.1. 家庭暴力的概念界定狭窄 
《反家庭暴力法》中所指的家庭暴力 1，其主要种类主要常见于精神上的暴力和身体上的暴力，现实

中最常见的就是身体上的暴力。法条未穷尽列举所有家庭暴力类型，而是使用“等”这一词作为兜底，

这种不明确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法律的规制范围，有碍于准确识别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该法所

规定的家庭暴力行为以外的其他类型暴力的受害者。“世界范围内认为家庭暴力的行为类型主要有四种：

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1]。其中，性暴力是违背妇女意愿强迫发生性关系，或者强

迫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另外，性虐待、婚内强奸等情形也应属于性暴力范畴。《反家庭暴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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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

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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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性暴力方面的空白，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性权利，对于存在侵犯受害者性权利的暴行如性虐待、

婚内强奸等，有关机关往往会认定该类行为仅是普通的家庭冲突，进而不对施暴者进行制止和处罚，放

纵性暴力的肆虐。经济控制主要是指受害人受制于侵害人的经济压制，被剥削自由和践踏人格，现实生

活中主要表现为不给予生活费、医疗费等。另外，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家庭暴力的范围从“家庭成

员之间”扩大至“家庭成员以外的同居者之间”，该项措施反映了立法精神，扩大了家庭暴力的打击范

围，但也存在一定弊端，并未明确“家庭成员”与“同居者”。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家庭”认定为

某种范围或领域，而应将其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内涵主要是由婚姻、血缘以及法律构成的特

定主体之间的受法律规范和调整的关系。换言之，可以将“家庭”理解为发生在婚姻关系、血缘关系、

收养关系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的开放和人们思想的解放，“家庭”概念的外延也有所扩大，

出现了诸多譬如同性关系这种新型同居关系。如果并未对适用对象的范围有清晰认知和界定，那么适用

范围的狭窄和模糊很容易导致许多新的同居关系的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 

2.1.2. 证据标准和举证责任模糊 
《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了人民法院认定家暴事实的依据 2。首先，这一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了受

害者的举证困境，若受害者无法提供《反家庭暴力法》第 20 条规定的这类证据，仍存在无法举证的情形。

其次，家庭暴力的证据标准为何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统一定论。对于同样的证据，也可能出现同案异判的

情况，这不利于保护受害人权利，弘扬司法公正。最后，《反家庭暴力法》未规定明确的举证责任，这

就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在举证方面更是举步维艰。机械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不利于保护受害

者权利，这与《反家庭暴力法》的设立初衷相悖。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家暴行为都会留下可以直接进行

取证的证据，例如在心理暴力类型中，就难以对其造成伤害的证据进行固定和收集。这种情况下若让受

害者自行举证的话，未免强人所难。受害者无法证明就只能撤回申诉或者被迫达成和解，施暴者得以逃

避处罚，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 

2.1.3.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内容欠缺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之一，是指人民法院对暴力犯罪人的申请作出的具

有约束力的裁决，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反家庭暴力法》专章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执行等等

一系列问题。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制定颁布，为受害者筑起保护高墙的同时也震慑施暴者及其他人，

有效预防家庭暴力的产生及再次发生。然而，就其条款的内容而言，它仍然缺乏相关性和可操作性。 
有学者针对《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定，将其总结出三种划分，分别为禁制、远离

及迁出三种命令 3。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立法虽列举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三种措施，但其还是存在遗漏，

如没有禁止施暴者处置申请人财产的措施，未考虑到现实生活中当事人之间复杂的经济关系，申请人受

制于对施暴者的经济依赖，在保护期内极有可能给申请人造成经济困难，同时，受害者性权利的保护也

并未在法律中得到体现。 
此外，法院主导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公安机关、基层组织在执行中只是处于协助地位，其主

要任务就是负责保护受害者、监督施暴者和执行被告。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仍时有发生藐视保护令甚至

暴力抗拒执行的情况。法院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过程中，主要执行的是自己作出的关于财产与未成

年探视问题的文书，对个人权利的限制问题，法院并无权力。同时，家庭暴力案件主要属于基层法院管

辖，基层法院本身案件量大，欲使人身安全保护发挥真正的作用，就不可避免消耗大量司法资源，这无

 

 

2参见《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

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 
3参见《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九条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一) 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二) 禁止被申请人骚扰、

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三) 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四) 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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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加大了基层法院的工作压力。另外，不可否认的是，公安机关在受害者心中对制止家暴更有力，也更

可信，对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才能达到预防和制止效果。对此，人民法院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具有实

际性。 

2.2. 原因分析 

2.2.1. 根本原因：家暴行为的隐蔽与复杂 
家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在家庭内发生的暴力行为往往不为外人知悉；另外，实施家暴的侵害

人故意隐瞒和遮掩，也使得受害者的伤情难以被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受害者往往认为家暴是隐私，

更耻于宣之于口，从而选择隐忍，以期能维护家庭稳定完整，导致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此外，家庭暴

力的发展呈现多样性特征，现实中家暴行为并不仅是针对受害者身体实施暴行，对受害者进行精神控制、

性暴力以及经济辖制等等各个方面的暴力行为时有发生。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对受害者的危害程度并不

比身体暴力低，并且这种伤害相比于身体暴力这种创伤性暴力，往往更难以取证。性暴力的施暴者借以

夫妻名义逃过法律制裁，受害者囿于家暴囹圄。 

2.2.2. 历史原因：封建残余思想 
“对妇女的暴力——是文化的各个方面所认可和允准的”[2]。封建社会时期，父权夫权社会下，丈

夫的权力至高无上，妻子是其所有物和附属品。直到当下的文明社会，仍有许多男人受这种封建残余思

想的影响，认为女人只能依附于自己，其对女人的管教是合理的。而受害者往往也受这种残余糟粕思想

的荼毒，认为“家丑不可外扬”，遭受暴力时选择容忍，甚至还会为施暴者开脱。纵然有受害者冲破封

建残余思想束缚，选择向外界求助，其他人往往“劝和不劝离”，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哪怕受害

者选择向有关机关求助，往往结果也是一味地调解，并未为受害者解决实际困局，使得当事人无法用法

律手段来保护自己，更不遑论使施暴者得到有力惩处。 

2.2.3. 经济原因：经济收入差距 
男性在生理上优胜于女性，这种“腐朽的观念使得女性在找工作时受到歧视，因此经济地位降低”

[3]。女性生理上的劣势加上孕育子女，使得妇女的工作重心更倾向于家庭，在就业和收入上陷入困境。

妇女经济地位的降低，直接影响到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导致婚姻状况的不平衡和家庭暴力的产生。在

城市中，虽然妇女逐渐承担起家庭的负担，但不可否认她们中部分人在就业机会和收入上和男子之间仍

然存在一定的差距。男性基于自身较高的经济地位，对处于劣势方的家庭成员往往希望他们服从于自己，

否则轻则恶语伤人，重则拳脚相向；而在农村地区，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更是突出，大部分女性在经

济上是依附于男性的，这意味着她们在家庭中没有发言权，往往受到压迫和虐待。不仅妇女，无收入的

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也会因为无法在经济上独立而摆脱施暴者，因此选择继续容忍家庭暴力。 

3.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施现状及缺陷 

3.1. 人身保护令当前实践现状 

人身安全保护令自实施以来，对于预防和制止家暴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家暴受害者可以向居住地

或者暴力行为发生地的法院提交申请，提供其所遭受暴力行为的证据，例如可以向法院提供自己的伤情

照片、遭受家暴的报警记录等。若自身无法提交申请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申请。法院在收到申请后应

在 48 小时内作出裁定。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例如受害者对

于家暴行为很难取证，证明是否被家暴的标准也过高，无法有效利用人身安全保护令对其进行保护。更

甚者，受害者根本不知晓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以上种种阻碍，导致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在实践中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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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利的初衷。 

3.2. 人身保护令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 

3.2.1. 取证困难且证明标准过高 
如上所述，申请人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应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遭受了家庭暴力，但在实际家

暴案中，申请人要么主观上就没有对家暴行为进行取证的意识，要么客观上处于受制地位，无法及时取

证，遗失很多证据。而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大部分法官界定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家暴行为，其判断标准主要

就是伤情和遭受家暴的次数。但在实践中不免出现受害者人身受限无法收集证据的情况。申请人脱离控

制后无法提供伤情照片，难道就否认其曾遭受过家暴？这显然不妥当。更不遑论以遭受家暴次数来认证

家暴行为的存在是多么荒谬。以上困难导致受害者在选择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望而却步，甚至为证明

其遭受了家暴不惜以身涉险，安装摄像头拍摄以期能够证明自己遭受了家暴的事实，但即使此时已有视

频(照片)的取证，有的还需要申请人另外验伤报告才能证明家暴事实的存在。 

3.2.2. 执行主体职责分配不明 
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的方式，《反家庭暴力法》确立了法院作为主导的执行机关，其他如公安

机关、基层组织等只是协助法院执行。在立法考量上，是想将法院、公安的公权力和基层组织的社会治

理和处理家事的资源结合起来，各类主体的优势进行综合，但该模式在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实际效用。申

请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后，法院具体是通过司法警察去监督执行，而司法警察不同于普通警察，其主要

职责是维护司法审判的顺利进行。另外，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剧增，案多人少，

这就导致司法资源紧缺，若此时继续将司法警察分流出去监督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显然不仅不能充

分保护申请人，而且其他案件的诉讼效率也会大大降低。 

3.2.3. 处罚力度不强且缺乏有效的监督 
《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了两种责任形式，即构成刑事违法或者民事侵权 4。绝大部分的家庭暴力不会

造成严重的刑事后果，对于构成犯罪的，此时该家暴行为的社会危险性就极大，违反保护令的处罚已经

显得意义不大。对于未构成犯罪的行为，立法施以训诫罚款与拘留惩治的措施，违法成本过于低廉，保

护令的执行效果与威慑力也会大打折扣。训诫由法院执行，一般起到一个再次警告威慑的作用；罚款最

高额仅为 1000 元，不足以形成威慑，甚至会出现故意去违反保护令，用钱来“消灾”的情况。拘留可以

算得上除了刑罚外最能震慑施暴人，使其付出较大代价的强制措施了。因拘留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实践中法官对其秉承着审慎适用的态度，使用率很低，几乎是一个“沉睡条款”。正是由于违法成本低

廉，对施暴者的威慑力不够，处罚力度更不够大，人身安全保护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并未达到预期的效

果。另外，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内，并未规定更为完善有效的监督措施，人民法院的监督不可能

做到无时无刻，所以家暴的危险性仍然客观存在。 

4. 完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落实的对策建议 

落实预防和制止家暴是一项需要有关机构和组织共同协作的关乎社会稳定性的项目，打击家暴行为，

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因此，为实现这一目的，许多地方的人民法院选择与地方公安机

关、基层组织以及妇联相互协作，建立相应的预防和打击家庭暴力的联络机制。如上所述，在执行人身

安全保护令制度时，不仅要考虑到适用法律时的标准，还应发动各方协调协作。基于此，笔者认为应从

以下方面加以完善家庭暴力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施。 

 

 

4参见《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条：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

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2200


叶晓敏 
 

 

DOI: 10.12677/ojls.2024.122200 1389 法学 
 

4.1. 进一步厘清“家庭暴力”的内涵和外延 

4.1.1. 关于家庭暴力的形式 
正是由于各国之间文化、习俗以及国情之间有所区别，因而对家庭暴力概念、形式等也有所不同[4]

《反家庭暴力法》中列举了常见的几种家暴形式，另外，2022 年 8 月 1 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又将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损害行为

增设为家庭暴力，具体包括冻饿、经常性侮辱、骚扰等方式。但是对于性暴力行为、经济控制暴力行为

与新型精神暴力行为的保护尚未明确。笔者认为，对于上述暴力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范围，因为以上行

为虽然不会直接伤害到受害者的身体或心理健康，但是在长期压迫下，这种行为对人的伤害并不亚于直

接暴力行为。因此，应当将性暴力行为、经济控制以及“PUA”等精神暴力行为纳入家庭暴力行为进行

保护，有力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4.1.2. 关于适用范围 
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隐蔽空间，外人无法获知，且通常是亲密关系人之间实施的，因此具有隐蔽性

和频繁性等特点。对于“家庭成员”的界定，在我国《民法典》第 1045 条中有明确规定。关于家庭成员

以外的其他人之间的暴力行为，《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参照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适用本法。《反

家庭暴力法》规定“在家庭成员之外共同生活的人”可以参照适用的原因是，这些人与家庭成员有着类

似的生活和情感联系。但有必要界定清楚“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应具有的含义。生活中常见于儿媳女婿、

公婆以及岳父母等。对于离婚后或结束恋爱或同居后的骚扰和暴力行为是否可以适用《反家庭暴力法》

的相关规定予以规制？分析表明，将这部分人员纳入《家庭暴力法》是适当的。认定父母、配偶、子女

以外的其他同居者，在确立共同生活上应坚持“实质相似性”。上述同居者与家庭成员具有相似的空间

上的紧密性和情感上的联系性，另外，还应综合考虑是否有经济上的关联性，例如前配偶、前同居关系

的人虽然未共同居住，但其在情感与经济方面往往会有一定时间的持续，因此，将此类人群认定为家庭

暴力的主体是妥当的。 

4.2. 降低取证门槛及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调节各方证据的链桥。当事人应当按照证据标准的规定收集、整理证据。法官应当按照

证据标准的指导，审查证据，确定案件事实。回顾我国近年来的民事诉讼法规范和司法实践，不难发现，

我国已经确立了三个层次的民事诉讼证据标准：“排除合理怀疑”“高度盖然性”“较大可能性”。“排

除合理怀疑”主要适用于欺诈、胁迫等事实的证明。“高度盖然性”适用于我国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大多

数案件事实的证明。“较大可能性”指对某种案件事实仅需证明其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

具体至审判中，法官仅需对某种事实的信任度超过 50%即可，这种证明标准主要适用诸如保全、回避等

程序性事项的证明[5]。 
实践中保护令案件所适用的证明标准一般为高度盖然性，不仅大大增加了申请人的申请难度，也不

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非讼特点，同时也违背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的迅捷要求。人身安全保护令从其

实质上来说并不属于诉讼程序，其不涉及实体权益纠纷，而是要求高效快捷确认申请人是否有遭受家庭

暴力的危险，以及时采取措施避免申请人遭受暴力的侵害，故而将民事案件实体事实的证明标准机械地

套用到保护令案件中并不恰当。 
保护令可以依据内容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禁止型保护令，二是作为型保护令。从其规制内容来看，

禁止型保护令的证明标准应低于作为型保护令。禁止型保护令规制的内容无论是道德伦理上还是法律层

面上，都予以明确反对或否认的事项，这种保护令对施暴者的权益和行为的限制和影响相对较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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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较大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较为妥当[6]。与此不同，当保护令为作为型保护令时，其对施暴者的权

益和行为的限制和影响就相对较大，这种情形下的证明标准就相应较高。例如，当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命

令施暴者离开其所住居所时，此时的证明标准应高于“较大可能性”，简言之即为，当保护令内容为使

施暴者迁出所住居所，申请人除应证明施暴者对其实施了家暴行为，还应证明若施暴者继续停留居所，

对申请人而言有发生再次家暴的紧迫的现实危险。法院并不需要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所居住房屋进行权

属审查，故不具有争讼性。同时，审查迁出令时还需保障被申请人的合法权利。 
此外，若申请人实际存在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形，这种伤害极有可能反复发生，这一事实可作为

初步证据，在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有效期时，申请人可以视为已经履行了举证责任[7]，法官根据“初步证

据”证实家暴行为却有可能反复发生的，应作出延长保护令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陈述甚至

可以被视为确定“面临家暴现实危险”的基本证据。 

4.3. 完善人身保护令制度内容 

4.3.1. 增加一般人身保护令的具体内容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中保护令的规定，其内容主要包括禁止令、迁出令两种类型，禁止令有禁止

施暴者实施家暴，禁止跟踪、骚扰申请人及其近亲属；迁出令主要是为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责令被申

请人(施暴者)迁出所住居所等其他措施。立法者的意图是通过保护令及时在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建立隔离

墙。如果保护令的内容过于笼统和单一，被申请人会利用法律的漏洞侵害受害人的权益，给受害人造成

二次损害，使保护令成为一纸空文，最终无法达到立法的初衷。因此，学者们提出保护令应区分紧急保

护令和一般保护令[8]。在紧急情况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可以电话、传真或者其他非书面形式申请紧

急保护令，并针对一般保护令细化和补充下列内容：禁止被申请人对受害人实施性暴力；禁止被告处分

不动产和高价值动产；责令支付生活费、必要的医疗费和其他费用；此外，还应特别保护未成年人。在

实践中，加害人往往滥用父母的权力接近和虐待未成年人。因此，保护令应限制加害人探视和监护未成

年子女的权利，以便在有关机关的监督下会见未成年子女。 

4.3.2. 明确人身保护令执行主体的职责与分工 
人身保护令的执行是人身保护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止家庭暴力受害者再次受害的直接途径。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执行保护令的主要机构是法院、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该法只

对保护令的执行作了一般性规定，而对执行程序、具体责任和执行主体之间的分工不明确。为了避免执

行保护令的困难和缓慢，有学者们认为，立法应转变为“以人民法院为主体，公安机关、居委会、村委

会、妇联、救助管理机构为辅”的执行模式[9]。根据保护令的内容划分执行主体的职责，赋予公安机关

更大的执行权。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迁出住所、禁止处分不动产、贵重动产、支付生活费、医疗费和其他

必要费用等保护令，禁止被告人骚扰、对申请人及其近亲属进行跟踪和联系，限制其行使亲权的内容。

刑事处罚中缓刑、管制的方式，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居委会、村委会、妇联、救助机构以及社会志愿者

的协助下进行监督，加害人需定期向有关机关报告，其他内容由公安机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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